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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史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杨心珉

摘 要:货币不仅仅是国家认同的结果,还能够通过文字信息的传播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建构

方式。唐初时,政府对钱文形式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开元通宝钱式之宣传效率大

大提高,其成功模式及经验直到唐朝衰亡后仍然被后世政权继承参考。尽管初唐时社会中私铸

行为盛行,但当时社会对官钱形制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的通行度已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唐初

货币制度的建构基本还是成功的。另外,乾元重宝发行后的社会问题说明,政治权力不能被视

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而乾元钱币值下跌后的影响又说明,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

的作法,同样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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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成为了近

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均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而在历史学领域,也涌现出大量从国家认同角度展开讨

论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果绝大多数都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作为主要切入点,故所涉时

代与内容都稍显狭隘,而事实上,国家认同应是一个旁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广阔概念,

它所引领的思路自然不应局限于一隅。2010年,欧阳彬在 《青海民族研究》发表了 《论货币与国家认同

的建构》一文,该文虽主要以现代货币作为研究对象,但却揭示了货币经济与国家认同间的密切关系,

故笔者以唐代货币史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图为从国家认同角度探索社会经济史问题的新尝试

提供部分有益的经验。

一、开元通宝钱的文化符号属性:作为国家认同建构方式的货币

在货币产生的最初阶段,金属的质量、品质与货币的价值息息相关,而这一指标在日常交易中却极

难验证,因此货币的流通需要权威机构给予一定的质量保证,政府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因此

“一般认为,政府承担的任务最初当然不是制造货币,而是担保普遍地被用作货币的那些东西的重量和成

色”[1]28。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货币形态必将造成棘手的兑换问题,因此 “统一的货币大大有助于人们

进行价格的比较,因而能够促进竞争的深化和市场的发育”[1]25,这进一步加快了铸币权的集中,最终使

之完全归属于国家。即便是在个别开放私人铸钱的特殊时代,所铸货币的形制也多照搬官钱。换言之,

国家通过在信用领域的权威性取得铸币权,并使货币获得在社会中的流通地位,从这一角度看,货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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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以看作是国家认同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是否是货币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全部内容。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软实力。在这其中,如

何利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符号,以调动人们共属一体的想象显得十分重要”[2],而事实上在古代,政府同

样需要这类符号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而具有流通性的货币无疑是行使这一功能的极佳选择。“早在民族国

家的时代之前,专制君主们都努力将他们的印章或头像镌刻在他们发行的货币上,从而宣扬他们的权力

和威望”[3]51,从这一角度看,货币不仅是潜在信用的结果,还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信息传递增加民众的

国家认同,这是研究者们所应该意识到的问题。

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古代货币主要以文字传递信息,而自秦汉以来,钱币文字的内容以记值与记

重为主,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一些政权开始发现货币的流通性与政治宣传间的

切合点,利用钱文信息的传播增强其政权的影响力,以图获得更多的国家认同,在激烈的斗争中占据先

机。如十六国成汉政权昭文帝李寿与夏政权创建者赫连勃勃先后以年号作钱文,铸造发行了 “汉兴”钱

和 “大夏真兴”钱,开中国货币史上年号钱之先河,而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年号本身就具有政治鼓吹的

意味,因此这两种钱币可以被视为以货币用作宣传的早期尝试。据 《隋书·食货志》载,北周时,周武

帝与周宣帝先后铸造了 “五行大布”与 “永通万国”钱[4]691,而从钱文内容来看,这两种钱币均有通行天

下的意味,但周宣帝发行 “永通万国”钱时,南方的陈政权尚未覆灭,而周武帝发行 “五行大布”钱时,

北方尚有北齐政权与其分立,从这一角度看,二钱钱文震慑对手的政治宣传作用,就显得比较清楚了。

隋朝建立后,隋政府发行了隋五铢新钱,但 “五行大布”与 “永通万国”钱仍在民间通行,即便政府下

达了 “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4]692”的命令,已经流入社会的这两种钱币一时也难以禁绝,一直沿

用到了开皇五年以后。这一经验可能得到了此后的唐朝统治者继承,最终成就了开元通宝货币符号的

成功。

从钱文上看,“开元”有开辟新纪元的意味,可见开元通宝钱的政治宣传意味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与

“五行大布”与 “永通万国”钱发行的背景稍有不同,在开元通宝铸行的武德四年七月时,唐王朝刚刚击

败王世充与窦建德两个关东地区的最大割据势力,基本上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然而在局部地区,小股的

抵抗力量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山东,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已经纠集旧部起兵。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具有政治

宣传意义的货币,一方面可以昭显政府击败对手的成果,一方面可以稳定占领地区的民众情绪,而为了

成功打造这一货币符号,唐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自先秦以来,中国钱币的钱文多由篆体书写,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通行的字体早已完成了由

篆至隶的 “隶变”时期,进入了由隶入楷的 “楷变”时期,但绝大多数的货币仍以篆体书写钱文,社会

辨识度很差,如据 《宋书·何尚之传》载,刘宋时江夏王刘义恭便曾指出当时通行的各类钱币 “文皆古

篆,既非下走所识”[5],可见从书法发展的角度看,货币文字在此时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字体上

的问题对货币的流通并不能造成太大的阻碍,但如果要考虑利用钱文进行政治宣传的话,这种不应时风

的落后面貌必然将影响文字信息的传递效果,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唐政府在设计钱币时作出了相应的改

革。据 《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钱文包含 “八分、隶、篆”三体[6],但从现存实物看,其钱文

结构方正,已走出篆书圆转的框架,基本呈现出隶分书体的风貌,即便是今人也能顺利识读,从而解决

了长久以来存在的钱币文字晦涩问题,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

尽管在字体中增加隶分书的笔意使得钱文的通俗性得到了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唐

政府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隶分书注重用笔的节奏变化,故其笔画往往时粗时细,甚至带有极为夸张的

波磔,而这种风格在铸造过程中极易造成钱文的雍滞粘连,从而影响成品的效果。如前文提到的 “汉兴”

钱,即以隶分书书写钱文,但由于其对隶分书的笔画特点不加修正,因此使得成品 “文字多浮浅漫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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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影响了信息的传递效率,还会使本想传达的新朝气象反遭破坏。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唐政府又继承

了篆书钱文粗细均一的特点,刻意弱化了隶分书的笔势变化,如将 “通字”带有波磔的一捺变为平横,

将 “元”字第二笔长横的波挑转为折笔等,使得最终成形的钱文不仅通俗可识,而且清晰可辨,成为了

中国货币史上以精整明洁为特点的经典范式。

由于符号对提升国家认同的帮助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我们无法找到直接体现开元钱宣传效果的证

据,但唐朝衰亡以后开元钱式的延续和转化,却能让人从侧面窥见这一符号成功之一斑。五代十国时期,

中国再次陷入了分裂的局面,而对于割据一方的许多势力来说,证明己方政权作为唐政延续者的合法性

正是其生存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和建国于福建的闽政权均铸造了开元通宝铅钱,

而以李唐后继自居的南唐统治者,更是发行了篆书开元通宝以及当十开元通宝两种新开元钱。从外观形

制来看,这些钱币与唐时的开元通宝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单单因继承通行已久的唐钱钱文而获得

太多流通上的便利,因此这些势力执着于开元钱文的目的恐怕另有所属。欧阳彬在其文中提到货币的一

种 “激励功能”,他称:“货币虽然是经济现象,但它的发行和流通包含着有关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

念。它具有超越认知的情感意志”[3]52,由此看来,五代时期的割据势力对开元钱式的继承,也可以被看

作是对其残存的 “激励功能”的希冀,其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动乱背景下怀念故国的社会心理,收集前朝

流散于社会的剩余国家认同,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开元钱式在唐代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为提升政权的

合法性提供帮助,这一事实足见其作为政治文化符号之成功。

与此同时,位于中原而实力稍强的正统王朝则在试图复制开元通宝的政治宣传模式,以图打造新的

货币符号,谋求新政权在社会中的国家认同。传世有汉元通宝钱,史料未载其出处,南宋洪遵 《泉志》

据 《续通典》所载膳部郎中罗周裔上言请在京置钱监事认为该钱应铸于后汉隐帝乾祐元年[8]163,其说可

信。另有周元通宝钱,据 《泉志》引 《开谭录》载:“世宗朝铸周通元宝钱,于后殿设巨炉数十,亲观鼓

铸”[8]164,可知其为后周物无疑。除此之外,尚有宋元通宝钱,据 《宋史·食货志》载:“太祖初铸钱,文

曰 ‘宋通元宝’”[9],可知此钱为北宋最初铸币。这三种钱币形制完全模仿开元通宝钱,惟改易国名以示

区别,当 “开元”转变为 “汉元”、“周元”、“宋元”之后,新的政治含义便随之形成,这不失为一种简

便取巧的办法,而从这些政权对前朝钱式的执着中亦可看出开元通宝钱式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也说明货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确实能够给予很大的帮助,而这恰恰是今世学者在探

究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时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

二、初唐的私铸现象:认知国家认同的角度

在承认开元通宝作为货币符号对传播国家认同作出贡献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那就

是初唐时期私铸行为的盛行。事实上据 《旧唐书·食货志》载,早在开元钱发行后不久,社会中便已出

现 “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10]2094的局面。为了打击私钱,唐政府于仪凤四年以和粜的办法收销私

钱,但为效甚微,后不得不在武周长安时下令 “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10]2096,默许了私钱的

流通。玄宗即位后,又采纳宋璟意见,以直接收缴的办法打击私铸,百姓 “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

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10]2097,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政府不得已再次放弃了对私钱的打击,而

禁之不绝的现象说明,私钱在唐代有着深厚的社会认可度的。欧阳彬在其文中指出,货币 “之所以能作

为一种国家认同,其根源在于它是国家主权建构的产物”[3]50,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唐代的私铸行为都

与其他时期一样,是对国家铸币权的公然挑战,那么这是否能作为开元通宝并没有很好地获得民众认同

的依据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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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整体局势的动荡,货币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尽管在这段时间,许多割据

政权都铸造过自己的货币,但新钱在发行之后往往遭到社会的抵制,而在流通中能够获得更多信任的,

往往是以五铢为代表的前朝古钱。据 《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北魏政府发行太和五铢钱,但

至孝明帝时,“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贷不通,贸迁颇隔”[11],又 《隋

书·食货志》载南梁铸钱事称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 ‘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

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

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

甚”[4]689,而从客观的角度看,这种阻滞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比如从现存实物看,在南梁

通行的各种古钱中,直白五铢与五铢在质量和品质上优于梁五铢钱,而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则不如之,

因此无论这些钱币在当时是以何种比例流通,处于中间状态的梁五铢似乎都没有被排斥的理由,可见这

种对新钱的排挤,可能与政权威信、民族情绪、政策信用乃至时代情节等较为抽象的因素有关,但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古钱在那个时期社会中的高认可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私铸货币的面貌。考查

史料可知,当时黄河以南地区流行一种自铸币,称 “土货”或 “土钱”,如据 《魏书·食货志》有 “土货

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11]2864之语,同书又载称 “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

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11]2864。查北魏任城王元澄的奏言中,有 “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

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11]2865之语,由此可知,这种地方货币的真面目,应是模

仿前代钱式而制的 “生新古钱”了。另外,在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中,收

录有大量取材于五铢钱式的民铸钱币,其中一些文字书写不规范,部分偏旁侵入外郭,称为 “侵轮五

铢”,另有一些钱文分别作 “五朱”“五金”“五工”“五王”“五五”等,亦是从汉五铢模式中脱出[12]。据

《通典》载:“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 ‘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 ‘稚钱’。五

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 ‘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 ‘铢’为 ‘朱’耳,三吴行之,差少

于余钱”[13]190,由此可知,在排挤梁五铢新钱的各种古钱中,也有部分属于前代所铸私钱。以上事实说

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官方发行的货币本身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连官方制定的货币样式也不为私

铸者所采用,从文献 “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的描述看,这些特殊的私钱之间互相又因铸

造地的不同而自相竞争,几乎完全忽视政府的调控,可见至少在货币领域,当时的政权是获得不了多少

国家认同的。

开元通宝发行后,尽管私铸行为仍然在社会中普遍流行,但私铸钱币的形制已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有

了很大的改变。据 《旧唐书·食货志》载:“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

难,交易留滞”[10]2096,同书又载开元初宋璟禁私钱时,“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

江湖,以免罪戾”[10]2096,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唐代的私钱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土钱”,其形制

完全仿照官钱铸造,说明当时的私铸者本质上是认同官钱样式的权威性的,这一区别无疑值得注意。在

私钱于社会中流行的同时,官钱的通行并未出现阻滞的现象。据 《旧唐书·食货志》载,武周时政府曾有

通货中 “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10]2096的命令,前代学者多以材料中的名目为当时私

钱的种类,但细考细节就会发现, “熟铜” “厚大”均为对优良材质的描述,又 《旧唐书·食货志》有

“排斗钱”出于太府左藏库的记载[10]2099,可见 “排斗”所指的亦是官钱,至于与之并列的 “沙涩”,可能

指未经流通,钱体尚不光滑的新钱,由此可知,当时专门有人在通货中捡择质量上乘的官钱,又据 《新

唐书·食货志》载,唐时 “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

者”[6]1386,这正是拣择官钱的利益所在。尽管这种民间比价不得官方承认,但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在私钱

于社会流通的同时,官钱的地位并未因之受损,而是因较高的质量自动成为了相对的高值货币,这与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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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时期官钱认可度低于古钱、私钱的情况又有明显区别。由此笔者认为,初唐时期社会中存在私

铸盛行的事实,但这主要是由于官钱的铸造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造成的,与唐政府的国家信

用没有太大关联。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对于官钱形式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作为法定货币的通行度都远

远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换个角度看,尽管铸币权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冲击,但私钱形制样式和流通方式

的改变还是说明了社会对政府渐进式的依从,因此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唐初的钱制无疑还是成功的。

三、乾元重宝铸行的风波:政府权力与国家认同的平衡

对于私铸盛行问题的分析不仅说明了唐初钱制较之前代的进步,也说明了尽管货币可以被认为是国

家认同的结果,但铸币权并非是国家认同的绝对来源。在近现代,“价值强加”(valorimpositus)学说仍

然在理论界发挥作用[6]28,但事实上,如果过度预估政府权力对获得国家认同的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极

有可能陷入 “名目主义”的漩涡而失去原有的威信和地位。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为了实现资源的快速聚集以应付战事的需要,发行了乾元重宝大钱。据

《通典》载:“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 ‘乾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

宝钱一十文。又铸重稜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13]203,这种人为的通货膨胀政策旋即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物价因货币贬值而猛涨, “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而另一方面,由于

货币面值虚高,私铸的利益也伴随着官钱而大涨,以致 “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

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搒死者八百余人”[10]2100,社会经济陷

入入唐以来空前混乱的局面中。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市场以维持生计,时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保障

贸易的畅通,“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14],将原本通行的开元钱拔高为与乾元钱

等价的 “虚钱”,以维护兑换交易的平等性。从本质上看,这一措施等于重新界定了乾元二式钱与开元钱

的币值,可以说是对唐政府施政方略的明确挑战,也说明此时乾元二式钱在社会中实际已丧失了大部分

政府期待的认同,而在上元元年六月,政府下令 “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

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10]2100,承认了社会自行制定的规则,从而为此后乾元二式

钱币值的一再调整开了先河。

尽管自被迫承认民间自行制定的币值起,政府对乾元二式钱的功能期待已基本丧失,但客观来看,

乾元钱的基本货币地位并未因之受到影响,被收回的在此时仅仅是原本被过高地赋予的那部分职能而已,

换句话说,凝聚在其形式之中的国家认同依然在发挥作用,但随着此后的币制调整,这种认同却最终因

为政府的另一种施政倾向而消失。哈耶克在其 《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认为:“铸币的历史几乎就是一

部不断贬值的历史,或者是铸币的金属含量不断减少、因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断上涨的历史”[1]33,从

这一角度出发,他进一步提出 “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仁慈”[1]33的观点,即政府鉴于

民众对货币权威性的习惯性依赖不可能向社会提供良币,而乾元钱的币值变动说明,这一判断恐怕是不

周全的。代宗即位后,宣布 “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10]2101,按开元钱每贯重六斤四两,

乾元钱每贯重十斤,重轮钱每贯重二十斤,由此看来,如果从单纯的金属价值考虑,此时朝廷制定的

1∶2∶3的币值比率是十分接近三钱重量差异的,也是比较公平的兑率,但在不久之后,朝廷再次修改三

钱的币值比,并将之最终确定在 “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10]2101的比值上,而此举对后世货币经济的影

响甚至超过了大钱最初发行时造成的混乱。

据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元二式钱的最终币值公布后,社会环境迅速由 “犯法者日数百,州

县不能禁止”的动乱状态转变为 “人甚便之”的局面[6]1387,事实上,这一转变的出现应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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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政策意味着乾元钱及重轮钱与开元钱巨大的金属价值差异被政府彻底抛于脑后,而乾元二式钱

也迅速由最初掠取资源的工具转变为直接向社会让利的方式,而这种让利行为的支付者正是唐政府,这

不禁让人对这一政策的直接意图产生疑问,而笔者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稳定政权根基的需求。查

《旧唐书·代宗本纪》可知,币值确定于宝应元年七月,而在宝应元年十月,唐王朝发起了与史氏政权的

最后一战[10]270。此前,在上元二年两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交锋中,唐军在北邙惨遭败绩[10]270,尽管在此

后,史氏政权内部发生变故,史朝义弑父自立,政局并不稳定,但从单纯军事战争的角度看,此时的唐

王朝恐怕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换言之,币值更改之际,恰是决定未来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因此,为

了实现后方的稳定,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唐政府于战前将币值变更作为德政和福利发放给社会,也是

合乎情理的,可见当时局的发展扑朔迷离,甚至有可能威胁政权架构之基础安全时,政府完全有可能以

赚取更多的国家认同为目的实施格外优厚的货币政策,甚至不惜以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为代价以图赢得

斗争的胜利,但事实是,这种让利政策让货币经济再次遭受了意外的打击。

马克思曾指出,货币形态是 “一般等价形态和一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15]的结晶,从这个角度看,铸

币本身的金属材料性质不可能因为其一般等价物的身份而蜕变或消失。因此当货币 “在它的铸币形态上,

比在它的条块形态上所值较少。分量十足的金榜就会倒过来变成它的条块形态”[16]。由于乾元二式钱的面

值远低于实际金属的价值,蕴藏在货币外衣之下作为普通金属材料的使用价值开始重新回到铸币的躯壳

中。据 《旧唐书·食货志》载,币值变更后 “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6]1387,而时人更是

有 “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6]1388的议论,可见销钱现象之严重。而乾元二式钱也因此完全丧

失了货币地位的认同,蜕变为一般物资。而为了弥补乾元二式钱退出流通造成的空缺,时任诸道盐铁转

运使的刘晏不得不扩大江淮地区的铸钱规模[6]1388,此举虽为政府暂时补充了货币,但庞大的运输费用又

增加了远离京师的江淮七监的成本压力,至德宗建中初,江淮七监终因成本倍于利润而一齐罢废[10]270,

因此说宝应初年的让利政策对后世社会经济亦造成了重大影响,恐怕也是不为过的。由此看来,国家认

同绝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释放而获得的,而同时,国家认同也不应该是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维持二者

之间关系的平衡才是政府应行的责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货币不仅仅是国家认同的结果,还是国家认同

的重要建构方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的政治宣传功能开始被发现,而到唐初时,政府对钱文形式

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开元通宝钱式之宣传效率大大提高,其成功模式及经验直到唐朝衰亡

后仍然被后世政权继承参考。其次,尽管初唐时社会中私铸行为盛行,但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当时社会

对官钱形制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的通行度都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唐初货币制度的建构基本还是成功的。

最后,乾元重宝发行后的社会问题说明,政治权力不能被视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而乾元钱币值下跌后的

影响又说明,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的作法,同样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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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ationalIdentityintheHistoryofCurrencyinTa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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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cyisnotonlyaformofnationalidentity,butalsoanimportantwaytoconstructnational

identitythroughthetransmissionofcharacterinformation.IntheearlyTangDynasty,governmentre-

formsofcurrencycharacterpromotedthepropagandaefficiencyofKaiyuanTongbaocurrencyasacultural

symbol.Thesuccessfulmodelandexperiencewasinheritedandreferredtobyfollowingregimesafterthe

declineandfallofTangDynasty.AlthoughprivatemintingwasprevalentintheearlyTangDynasty,so-

cialrecognitionoftheformandsystemofofficialcurrencyandthecirculationofithadbeenimprovedobvi-

ously.SotheconstructionofthecurrencysystemintheearlyTangDynastywasbasicallysuccessful.Be-

sides,socialproblemsemergedaftertheissueofQianyuanChongbaoshowedthatpoliticalpowercouldnt

beregardedasthesourceofnationalidentity,andinfluencesofdeclineofQianyuancurrencyshowedthat

itwasinfeasibletotakenationalidentityasthepurposeofexecutionofpolitical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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